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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二代的憂鬱症狀與欺凌之間的關係 

許書涵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楊浩然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摘要 

由於台灣社會新住民家庭逐漸增加，新二代的發展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

尤其是族群認同及社會排斥等現象，將相當程度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

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在校園當中常見的負向事件為欺凌，故本研究目的在於探

討新住民子女在校園中的欺凌事件與憂鬱症狀之關係。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

對象為台灣中部地區國中新住民子女，以橫斷式分析各波資料之關聯性以及縱

貫式分析兩波資料是否可能有因果關聯。標準化多變項迴歸分析顯示，青少年

第一波的憂鬱與母親教育程度有關、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有保護作用，被欺凌、

歧視則有增強作用；第二波結果顯示被欺凌對憂鬱有增強作用，家庭適應及凝

聚力則有保護作用。本研究發現在國中階段初期青少年的憂鬱程度以家庭因素

為主要原因，經過一年的校園生活後，除家庭因素之外，校園負向事件中的被

凌事件也會影響，顯示欺凌以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皆與青少年憂鬱狀況有關，

且不論是否為新二代均有類似的結果。 

 

關鍵字：憂鬱、新住民子女、欺凌、歧視、家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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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we cannot ignore,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mong the clans. 

These factors will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being bullied is the common negative events among children and teenagers 

in school. Therefore, the study's purpos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bullied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The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argeting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Each wave of data were analyzed cross-sectionally and 

longitudinally to anatomize if the two waves of the data are causally related. 

Standardize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he first wave, mother's 

education, family adaption, and cohesion could decline the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while being bullied and discriminated would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The second wave of results presented that being bullied would raise the 

opportuniti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family factors we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pression of 

teenagers in the early middle school stage. Besides the family factors, the depression 

will be enhanced after a year in the school even if the adolescents do not have 

depress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eing bullied and family adaption and cohesion are 

all related to depression on adolesce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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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1 青少年時期為憂鬱症狀出現的高

峰 

青少年時期為人生的重要階段，是個體從

依賴到獨立自主的過渡時期。研究顯示，青少

年時期的憂鬱現象是成人憂鬱及其他主要心

理疾病的重要風險因子（王雅倩、陳宛庭，2016；

謝佳容、張玨，2003； Lewinsohn et al., 

1998；Rao et al.,1995）。憂鬱症是普遍存

在的精神障礙，這種疾病的特徵為以下幾種症

狀，例如情緒低落或易怒、失去興趣、絕望、

缺乏幸福感和自我戒斷、精神運動遲滯等症狀 

。全球研究的結果指出，兒童期憂鬱症的患病

率 為 2.6％ (Polanczyk et al., 2015; 

Antonio et al., 2019)。另一項統合分析研

究中，兒童（13 歲以下）的主要憂鬱症患病

率為 2.8％，而在 13-18 歲的青少年中， 估

計的患病率升至 5.6％ (Jane Costello et 

al., 2006；Yen et al., 2008)。在台灣，青

少年憂鬱症的患病率為 5.3% （楊浩然，2002） 

，兒童和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素涉及多種複

雜因素，包括個人特徵，家庭和學校環境(Wu 

et al., 2007; Lin et al., 2011)。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研究報告指出，移民

家庭的孩童容易表現出憂鬱的症狀。居住在美

國的墨西哥移民的孩子憂鬱症狀發生率為 

23% ，  高 於 美 國 本 地 青 少 年 (Hovey & 

King,1996)。在韓國的研究也指出，移民家庭

的青少年憂鬱症狀發生率為 12.7% (Kim et 

al., 2016)。各地的研究結果表明，移民子女

的憂鬱症相對較高，而目前台灣較少針對這樣

類型的孩童及青少年做憂鬱的調查。 

1-2 新住民子女為數眾多且面臨的心

理社會挑戰高 

隨著社會的變遷，台灣的新住民的人口數

逐漸上升，新住民子女也是不可忽視的群體，

根據《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指出，107 學

年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計約 31.2 萬人，

占全國總學生數之 7.2%，其中國中新住民子

女的占比為 11.04%（教育部， 2018）。 

新住民子女的研究中指出，他們在融入宿

主社會中遇到一些適應上的問題，特別是族群

認同及文化差異。目前台灣社會仍然有部份人

對於新住民家庭的成員產生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尤其是東南亞或中港澳國籍的新

住民，使得生於這些跨國通婚家庭中的孩子也

容易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陳志柔、于德林，2005；

陳毓文，2010）。除了社會風氣以外，新住民

青少年家庭通常社經地位較為弱勢（陳毓文，

2005），且較容易面臨族群認同的挑戰(Tizard 

& Phoenix, 1995；王雅倩、陳宛庭，2016)。

在社會經濟不利以及社會排斥的情況下，新住

民的孩童及青少年可能在學校群體中遭受到

欺凌。 

1-3 青少年的校園欺凌行為與移民狀

態有關 

校園是小型社會，是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環

境，與同儕的互動以及對學校生活的主觀感受

都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挪威學者 

Olweus 在 1993 年的研究中將欺凌定義為：

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

生的負向行為對待當中。在此概念下，估計約

有  15％–30％的青少年曾遭受過欺凌

(Maynard et al., 2016; Modecki et al., 

2014)。這種情形不僅在歐美國家可見，在台



 

灣 2013 年的報告顯示，10 年級學生約有 

8.2%在學校被欺負，而 10.6% 的人在欺負他

人(Chang et al., 2013)。多項國外的研究皆

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欺凌事件與負面心

理 健 康 問 題 存 在 顯 著 關 聯 (Özdemir & 

Stattin, 2011; Cheng et al., 2014; 

Fredrick & Demaray, 2018)，也對憂鬱症狀

有影響(Stapinski et al., 2015)。 

在國外的研究中指出，移民族群的子女比

本地子女容易碰到欺凌問題。2011年瑞典針對

當地兒童做了相關研究，發現 8.6% 被欺凌的

兒童當中，有 27.8% 為移民二代(Bjereld et 

al., 2014)。2016 年美國關於移民二代的青

少年欺凌行為研究指出，在 12098 位學生當

中，有 1068 位為移民二代，而在移民二代中

有 28.83% 經歷過欺凌行為(Maynard et al., 

2016)。由此可以得知，新二代受到欺凌的風

險較一般青少年高。 

1-4家庭功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家庭是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階段最重要

的環境之一，父母親是否能完整地發揮家庭功

能，滿足兒童及青少年在生理、心理及各方面

發展的需求，對其心理健康影響甚鉅（簡茂發，

1978；王雅倩，2016）。多項國內外研究皆指

出，家庭是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重要預測因子。

台灣 2004 年的研究指出，當家庭支持越低，

青少年憂鬱越高（施雅薇，2004）；2015 年法

國尼斯針對有憂鬱的青少年家庭及沒有憂鬱

的青少年家庭做了相關研究，發現存在憂鬱的

青少年家庭會比沒有憂鬱的青少年家庭，在家

庭凝聚力的表現上會比較差(Matejevic et 

al., 2015)。 

綜合文獻分析之探討，憂鬱症狀受家庭

（氏族）與校園行為（欺凌）等因素影響。本

研究主要探討欺凌行為是否與憂鬱的產生有

關，並檢視氏族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研究架構

如下圖所示 

 

研究方法及步驟 

2-1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固定樣本連續調查法 (panel 

study)，以台灣中部地區國中學校為基礎的抽

樣調查，並使用問卷對欲探討之構念進行測量，

以瞭解新住民子女受到欺凌與憂鬱症狀之間

的關係。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的新住民子女為

樣本，並納入同班但非新住民學生做為對照。

新住民子女納入研究需符合下列條件：（1）母

親的原生國籍為東南亞籍或是大陸、港、澳地

區；（2）父親為臺灣籍。樣本主要以八年級的

國中學生為對象，排除其他年級層的原因為:

（1）剛進入校園，同班同學間的互動尚未頻

繁，故排除七年級的學生；（2）九年級的學生

將面臨大考，在此階段的憂鬱可能會受到考試

壓力干擾，而無法確切反應憂鬱和欺凌之間的

關係，故排除這兩個年級。此外，本研究也排

除資優班及資源班之學生。在 106 學年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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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一波資料調查，調查對象為國中一年級學

生，總樣本數為 633 筆；107 學年度完成第

二波資料調查，調查對象為國中二年級學生，

總樣本為 605 筆。剃除僅參與其中一波資料

蒐集者，以及資料填寫不完整者；最後納入分

析樣本共 387 人， 其中新住民子女 77 人，

本地子女 310 人。 

2-3 研究工具 

(1) 憂鬱問卷 

本研究以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

(CES-D；Chien & Cheng, 1985)測量憂鬱症狀。

CES-D 常用於大型社區研究，主要做為篩檢工

具，此量表運用在不同的種族與年齡層中均有

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alpha = .88。

此問卷為一份 20 題關於憂鬱症狀的自陳氏問

卷，使用李特克氏四點量尺方式計算，包含憂

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人際問題四因

素。 

(2) 氏族變項 

為研究者自擬，用以確認為新住民子女或

本地子女。新住民子女的判別主要是以母親的

原生國籍為主，而原生國籍為東南亞或是中、

港澳籍為主，排除父親為外國籍。 

(3) 欺凌問卷 

青少年被欺凌的經驗採用由吳文琪(2010)

所發展的「台灣青少年欺凌行為量表」。該量

表中將欺凌行為分成：欺凌者、被欺凌者及旁

觀者。本研究主要聚焦在被欺凌者，被欺凌主

要分為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兩種，行為包含口

語欺凌、肢體欺凌、關係欺凌等。直接欺凌之

信度為 .88，間接欺凌之信度為 .85，此兩個

潛在因素可解釋變異量為 53.06%。過往研究

並沒有明確切點區分行為程度的高低，本研究

將粗略以量表的平均值做切點，區分被欺凌的

程度高低。 

(4) 其他 

（i）「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採用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David H. Olson 等

人(1986)所建構之第三版的家庭適應與凝聚

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FACES-III)。FACES-III 

一共有 40 題，其中 20 題問及受試者如何

看待目前家人的關係，例如：「你的家人有困

難時，會彼此幫忙」，另外 20 題則問及受試

者喜歡的或理想中的家庭關係，例如：「理想

家庭是一家人有困難時，應該彼此幫助」。本

研究僅以目前狀態的 20 題評估家庭功能，包

括 10 題測量家庭凝聚力和 10 題測量適應

力二個面向。各題的計分為五等分，1 代表「從

不」一直到 5 的「一向如此」。 

因此各個面向得分介於最低 10 分到最

高 50 分之間。FACES-Ⅲ的內部一致性可達 

Cronbach’s α = .89，而整份問卷甚至高

達 .93。再測信度則達到 .83 的水準(Yang 

et al., 2014)。表示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量表

在台灣青少年的使用上，具有良好的信度。 

（ii）「歧視問卷」，此問卷是要了解青

少年主觀所感知的社會主流對弱勢族裔的歧

視程度。參考 Whitbeck 等人對美裔印地安兒

童進行評估的歧視問卷，這份問卷原是針對少

數族裔設計，故適合本研究之對象。此份量表

有 10 題情境問題，區分為三大類歧視面向，

分別為生活歧視(global discrimination)、

權力歧視(authority discrimination) 與 

校 園 歧 視(school discrimination)。每題

皆以三等級計分，1 代表「從來沒有」符合問



 

題所描述情形；2 分代表「有時候符合」；而 

3 分代表「非常符合」。分數愈高代表自覺歧

視情形愈 高。量 表具良 好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s α = .80 (Whitbeck et al., 

2001)。 

（iii）「國高中生及家庭基本資料」: 為

研究者自擬，包含性別、年齡、父母教育程度、

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結構。 

2-4 統計分析 

本研究收取之個案填答量表，研究數據採

用 SAS9.4、SPSS 進行統計分析。 

（i）以卡方檢定分析新住民子女與本地

子女之基本人口學差異 

（ii）使用 t 檢定分析，分別檢定新住民

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跟憂鬱的關係，以及新住

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跟欺凌的關係。使用皮

爾森相關分析，則是確認欺凌與憂鬱有無顯著。

而其餘的干擾因子，例如歧視、家庭互動、管

教方式等，先以變項類型，分別檢定是否在氏

族中有顯著差異，若有顯著差異者，將納入為

可干擾因子。 

（iii）綜合以上的相關變項，加上有顯

著的干擾因子做複回歸分析，檢定氏族在欺凌

與憂鬱之間的作用關係。檢驗調節作用的複回

歸模式如下 : 

憂鬱 =b1* 氏族 +b2* 欺凌 +b3* 氏族 

* 欺凌+b4* 干擾因子（包括 : 性別、家庭教

養、家庭互動等…） 

結果 

3-1基本人口學 

新二代在性別分布上，男生佔 53.25%（41 

位）；女生佔 46.75%（36 位）；母親氏族分

布上，港澳大陸佔 29.87%（23 位）， 柬埔

寨佔 7.79%（6 位），菲律賓佔 3.9%（3 位），

越南佔 51.95%（10 位），印尼佔 6.49%（5 位）。

此外，人口學分佈依照新二代及本地子女進行

卡方檢定，來了解新二代及本地子女在人口學

分佈是否有差異，經檢定後得知新二代及本地

子女與父親教育程度呈現顯著相關（χ2=8.40, 

p=0.08 ），新二代及本地子女與母親教育程

度呈現顯著相關（χ2=94.11, p<.0001 ）（詳

見表 1）。 

 

3-2兩波資料配對 t 檢定 

探討國中樣本在兩波資料上的差異, 以

及兩波資料在兩組間之差異，用配對 t 檢定

檢定檢測。使用配對 t 檢定檢測國中樣本各

組在第一波和第二波資料之差異發現，在憂鬱

（t=-2.05,p=0.0415） 達統計顯著（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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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量表間相關性分析 

探討新二代及本地子女的歧視、欺凌、被

欺凌、旁觀欺凌、憂鬱、家庭適應及凝聚力的

關係，在不同階段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故分成

第一波資料及第二波資料。 

在第一波資料中在新二代中，結果顯示憂

鬱與歧視、被欺凌、旁觀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

聚力達統計顯著；在本地子女中，結果顯示憂

鬱與歧視、欺凌、被欺凌、旁觀欺凌及家庭適

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詳見表 3）。 

 
註:1. 左下角為新二代，右上角為本地子女 2. *p<0.05，

**p<0.01，***p<0.001 

在第二波資料中，新二代結果顯示憂鬱與

歧視、被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

在本地子女中，結果顯示憂鬱與欺凌、被欺凌、

旁觀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詳

見表 4）。 

 
註 :1. 左下角為新二代，右上角為本地子女 2. *p<0.05，

**p<0.01，***p<0.001 

3-4憂鬱之標準化多變項迴歸係數 

探討標準化多變項回歸分析，在第一波樣

本中憂鬱與是否為新住民子女、是否有手足、

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中經濟狀況、

父親氏族、母親氏族、欺凌程度（高 vs.低）、

被欺凌程度（高 vs.低）、旁觀欺凌程度（高

vs.低）、歧視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之關係。憂

鬱與母親教育程度、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是呈現

負相關；憂鬱在歧視、被欺凌是呈現正相關（詳

見表 5）。 

 
註 ：1. 父母親教育程度（小學或不識字、國中、高中、

大學或專科、研究所以上）；2. 家中經濟狀況（收入平衡、

收入大於支出、支出大於收入）；3. 父親氏族（閩南、客

家、原住民、外省背景、其他）；4. 母親氏族（臺灣、港

澳大陸、柬埔寨、菲律賓、越南、印尼） 

  在第二波國中樣本中，憂鬱與家庭適應及凝

聚力是呈現負相關；憂鬱在被欺凌是呈現正相

關（詳見表 6）。 

 



 

討論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在多變項迴歸分析及

GEE 分析表示出學校因素中的被凌及歧視， 

社會經濟因素的母親教育程度及家中經濟狀

況，家庭因素的氏族及家庭凝聚力，皆與青少

年的憂鬱程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在學校因素當中，本研究將欺凌事件分為

欺凌、被欺凌、旁觀欺凌，被凌事件在新住民

子女及本地子女的經驗當中並無差異，但在調

整其他因子之後，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被凌事

件越多憂鬱狀況越明顯，不論是新住民子女或

是本地子女都有發現相同結果，雖然與預期結

果不同，但也再次印證負向的行為對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會產生負面效應，與多項研究結果一

致。在本研究當中雖然欺凌及旁觀欺凌與憂鬱

並無相關，但也有研究指出欺凌及旁觀欺凌會

導致其他的心理健康等負面影響，例如 : 欺

凌者的行為並未約束， 在成年後可能會有犯

罪問題；旁觀欺凌者則有些參與，有些害怕自

己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進而產生胃痛、頭痛

等健康問題（張文琪，2013）。 

歧視事件在新住民子女的量表相關性分

析中，一二波皆與憂鬱有顯著相關，但經過調

整之後發現，在國中一年級的青少年憂鬱狀況

較有顯著影響，二年級則沒有顯著關係。這可

能由於學生剛進入新環境，同儕間的互動較不

頻繁，容易以刻板印象去認識對方， 因此在

彼此不熟的階段下可能容易產生歧視狀況。 

在社會經濟因素方面，母親教育程度可能

反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成為影響青少年的憂

鬱的危險因子。與本地家庭相比，新住民家庭

可能有以下特徵：父親年紀較高、母親年紀較

小、父母親教育程度低(Chang et al., 2020)。

國內過去研究有發現在國中階段的孩子可能

會感受到家中經濟壓力而產生憂鬱情緒（陳毓

文，2004），母親教育程度主要在第一波的迴

歸分析中與憂鬱程度有顯著關係，可能因為此

時還無較多支持系統，主要支持系統為家庭，

故家庭環境較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情緒。 

在家庭因素當中，第一波資料的氏族與憂

鬱的關係顯示，新住民子女的身分為憂鬱的保

護因子，這可能是由於「健康移民效應」的影

響。在加拿大 2014 年的青少年研究也有相似

的結果：與當地青少年相比，移民青少年的健

康狀況更好，適應能力也更好。不過經過前後

波調整家庭功能後，第二波結果顯示氏族並非

主要的危險因子。事實上，台灣的新二代不像

國外的移民家庭，他們是自出生以來就居住在

台灣，對於文化差異及適應方面較無問題，所

以氏族並不會成為憂鬱的危險因子。然而為何

有這種時間上的差異，值得後續繼續探討。 

家庭凝聚力在本研究當中與憂鬱有非常

重要關聯的因素，不論在新住民子女或是本地

子女都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由於家庭因素

影響青少年的情緒與行為問題主要原因是與

家庭教育與家庭環境有關(Chang et al., 

2020)，因此良好的家庭關係對於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有保護作用。這個結果與多項國內外研

究相同，指出家庭功能完善，可以提供足夠的

資源及支持將促進青少年正向發展（林耀盛，

2006；Gerard, 2015; Matejevic, 2015）。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兩點: 

1. 本研究為兩波資料有時序上的追蹤，但因

為憂鬱、欺凌及家庭功能等因素會受時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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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故在因果關係上並無法完全透過此研究

去確認。 

2.主要為中部地區的國中生收樣，故可能無法

推斷到其他地區的國中生或是其他地區的其

他年齡層的青少年。 

結論 

本研究發現在剛進入青少年在進入國中

新環境時，還在適應的階段，所以在這時候的

憂鬱可能有很多因素所導致，尤其是家庭方面

的影響；不過經過一年之後，青少年已適應校

園環境，故在此階段導致憂鬱的原因，以校園

被凌事件及家庭凝聚力所產生的影響為主。此

外，青少年的憂鬱不會受到前一年事件的影響，

表示青少年的憂鬱主要為短期的事件影響。因

此在面對青少年的憂鬱時，應該盡早介入，才

不會錯失處理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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